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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有机碳库，兼具碳源和碳汇的双重功能，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关键作用。生物质炭是通过废弃生物质或有机体在限氧条件下热裂解制备的富碳材料，因其显著的碳负效应和稳定性特点，已成为土壤固碳与改良的重要技术手段。本综述系统阐述了生物质炭介导的土壤固碳机制，重点探讨了其原料特性（来源、组分、结构）、制备参数（热解温度）及施用条件（剂量、作用时长）对土壤固碳效果的影响机制，并解析了环境因素（氮添加/沉降、温度梯度和土壤质地）对生物质炭土壤固碳效应的调控作用。基于现有研究进展，提出未来研究应着重关注底土碳库的动态响应机制、长期施用下的碳稳定性演变规律、生物质炭×无机碳库的互作效应等，从而为构建基于生物质炭技术的碳中和应用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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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by Bio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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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is the largest organic carbon reservoir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It serves as both a carbon source and a carbon sink and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Biochar, a carbon-rich material, is produced by thermally cracking waste biomass or organic matter under oxygen-limited conditions. Due to its significant carbon sequestration effects and stability, biocha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echnical tool for improving and sequestering soil carbon. This review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mechanisms of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mediated by biochar. It focuses on 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w material (sourc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the parameters of its preparation (pyrolysis temperature), and the conditions of its application (dose and duration of action) influence the efficacy of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The review also analyzes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nitrogen addition/deposition, temperature gradients, and soil texture, on biochar-mediated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dynamic response mechanisms of subsoil carbon pools, the evolution patterns of carbon stability under long-term application, and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between biochar and inorganic carbon pools. This wi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developing a carbon-neutral application system based on biocha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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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有机碳（Organic carbon, OC）库，约占全球陆地碳库的70%，远超全球植被和大气碳库的总和[1]。土壤中的碳会以二氧化碳（CO2）、甲烷（CH4）等形式不断向大气碳库中输送，这不仅会加剧全球气候变暖，还会造成土壤碳损失和肥力减弱，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SOC）也是大气CO2的汇，在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于如何增加土壤碳储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

生物质炭由于其在环境中具有稳定性的典型特征，被视作一种有前景的减碳手段[2]，并且由于其具有增加土壤碳汇功能的潜力而受到广泛关注[3]。生物质炭是指废弃生物质或有机体在限氧条件下热裂解生成的固态物质，具有较高的pH、OC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并且具有丰富的孔隙、复杂的官能团以及巨大的比表面积，是一种绿色的碳减排技术[4-5]。因此，在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不仅可以改良土壤理化性质、增加土壤养分，还可以改变土壤pH、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阳离子交换量，使得土壤固碳减排能力得到提升。除具有固碳作用外，生物质炭添加至土壤中还能改善土壤通气条件和土壤水分利用效率，提高植物生物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土壤温室气体通量[6-8]。据测算[9]，中国所有施用生物质炭的耕层土壤可实现73.8亿~125亿吨固碳量，并且在可持续方式下，生物质炭每年具有高达9.2亿吨CO2减排潜力，平均净成本为每吨CO2 90美元，与中国2060碳中和目标下的多数负排放需求高度契合[10]。

目前，许多研究均指出了生物质炭在环境效益和农业领域展现出良好的应用潜力。在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必然会对SOC产生影响，生物质炭所产生的OC与SOC混合，增加了SOC的含量。此外，生物质炭还能影响土壤的物理（如孔隙度）、化学（如土壤pH）和生物特性（如微生物活性和群落），这些特性对于调节OC转化的土壤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如氧化/降解）至关重要。比如，生物质炭与土壤矿物（如黏土、铁氧化物）通过静电作用或配位键形成有机-矿物复合体，增强土壤团聚体稳定性，从而将碳包裹在团聚体内部，并且生物质炭的多孔性可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微孔数量，从而改善土壤通气性和水分渗透性。而生物质炭改变土壤pH，特别是提高酸性土壤的pH[11]。生物质炭中含有不同浓度的碱性灰分，这些灰分以Ca、Mg、K和Na 氧化物、氢氧化物和碳酸盐的形式直接添加至土壤中，这些碱性物质加入土壤中后，导致土壤pH的升高[12-13]。而在碱性土壤中，由于常规生物质炭本身呈碱性（pH 8.0~10.0），施用于碱性土壤（如石灰性黄土、盐碱土）后，其灰分中的碳酸盐、氧化物等碱性物质与土壤高pH叠加，可能导致pH短期上升。例如，在盐化潮土中，添加5%玉米秸秆生物质炭使土壤pH显著升高5.46%[14]。此外，由于生物质炭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孔隙度，因而可以给土壤微生物生长繁殖提供良好的环境，能增加土壤中细菌的总丰度，进而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此外，添加生物质炭可显著提高土壤真菌与细菌的比例，并且改善了养分土壤中总磷脂脂肪酸和细菌、真菌和放线菌的活性，从而提高了土壤养分循环[15]。这些特性均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SOC的组成和储量。此外，生物质炭的添加不仅可以增强作物对高温等不利气候条件的抵抗能力，还能进一步提高暖冬与充足降水等有利因素对作物产生的积极影响[16]。同时，生物质炭固碳机制在响应环境因素如氮添加/沉降（例如通过影响微生物活动改变碳矿化速率）、温度梯度（如高温下碳稳定性的变化）和土壤质地（如黏土含量调节碳封存效率）方面至关重要，需要进一步厘清相关机制以优化碳封存策略。

本文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系统阐述了生物质炭自身特性对土壤固碳的影响（如热解温度、原料来源、施用量和作用时长）及其效应机制，分析了氮添加、温度梯度变化及不同土壤质地等环境因素对生物质炭土壤固碳效应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为生物质炭实际应用和加快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提供理论基础。

1生物质炭的土壤固碳效应
生物质炭的土壤固碳效应是一个受多因素调控的复杂过程，其核心在于生物质炭自身的特性以及与土壤环境的动态协作。热解温度作为生物质炭制备的关键参数，对其理化性质（如芳香度、孔隙结构、稳定性）有重要影响[17]，进而影响其输入土壤后的矿化速率与持久性（表1）。施用量则关联碳输入强度与土壤承载阈值，过量或不足均会导致土壤固碳效率偏离最优状态[18-19]。作用时长则关乎生物质炭在土壤环境中的老化过程及其与土壤有机碳库整合的长期动态[20-22]。而生物质来源的不同也会影响生物质炭的理化性质。因此，系统解析热解温度、施用量与作用时长以及生物质来源对生物质炭固碳效果的影响机制，是优化其应用策略、实现高效且持久的土壤碳封存的核心前提。

1.1
生物质炭热解温度对土壤固碳的影响
生物质炭可通过生物质在200~900°C的温度下进行热化学分解产生，分解过程中几乎不含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热解[23]。热解温度在改变生物质炭特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影响生物质炭孔隙形态和导电性能的关键因素，并且高温显著影响生物质炭的物理性质，进而影响其对土壤理化性质的调控作用（如pH、孔隙度、含水量、土壤容重等）[17]。低温生物质炭（≤400°C）通常具有较高的可溶性OC（如低分子量脂肪族化合物）和含氧官能团，但其pH、孔隙率、芳香度、灰分和OC含量均低于在高温（> 400°C）条件下热解产生的生物质炭[24-25]。这些特性的改变会对土壤CO2排放以及土壤固碳产生影响，比如低温生物质炭中较高的溶解性有机碳（Dissolved Organic Carbon，DOC）容易被微生物利用，矿化风险较高。并且有研究表明，在500°C以下产生的低温生物质炭增强了几乎所有土壤酶的活性，而大于500℃的高温生物质炭对C、N和P获取酶影响可忽略不计[26]。这可能是因为低温生物质炭中的可溶性有机碳可作为微生物底物，刺激酶活性提升，而高温生物质炭的高度芳香化结构难以被酶分解，同时其表面官能团减少，与酶的结合能力减弱。而随着热解温度的升高，生物质炭中挥发物的含量也随之降低，提高了生物质炭的富碳性，促进了生物质炭中的芳香结构形成，产生了更高的比表面积和发达的孔隙[27]，这种结构有利于物理吸附碳。黄康[28]的一项研究也同样表明了制备温度的升高使生物质炭芳香性、碳化程度增强，同时C元素与不易挥发的Si元素形成C-Si键，稳定性显著增加，所以生物质炭还田后促进了SOC的累积，且促进效果随温度上升而上升，800°C制备的生物质炭还田后SOC含量为空白组的5.5倍，为秸秆还田组的4.14倍。同时发现生物质炭（400~800°C）有效抑制了土壤CO2的排放，抑制效果随温度上升而上升。但综合考虑生物质炭的产率以及能源消耗成本，以及还田后促进土壤固碳的效果，400°C是制备生物质炭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温度下制得的生物质炭具有更高的质量产率、能量回收率，更多的挥发物含量和多种表面官能团[29]（利于短期的土壤改良）。此外，升温速率和保温时间也会影响生物质炭的性质及其土壤固碳潜力，这有待进一步研究[17]。

表1 不同热解温度生物质炭特性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biochar at different pyrolysis temperatures
	生物质炭特性Characteristics
	低温生物质炭

Low-temperature biochar
(≤400°C)                              

	中温生物质炭

Intermediate-temperature biochar

(400~500°C)
	高温生物质炭

High-temperature biochar

 (>500°C)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自身结构稳定性①
	效果较差/低
	效果较好/中等
	效果非常好/很高
	[24-25,28]

	对微生物活性的影响②
	效果非常好/很高
	效果较好/中等
	效果较差/低
	[26]

	综合固碳效率③
	效果较差/低
	效果较好/中等
	效果非常好/很高
	[17,27,28]


①Stability；②Impact on microbial activity；③Carbon sequestration efficiency      

1.2
生物质炭施用量对土壤固碳的影响
生物质炭的使用通常会提升土壤碳储量，但生物质炭的施用量与土壤固碳能力并非呈正相关性，其固碳效率受土壤类型、环境条件及土壤碳饱和效应制约。多数研究表明，在适宜范围内，增加生物质炭施用量可以线性提高SOC总量[30-31]。例如，Dong等[32]进行了一项为期5年的实地研究，评估了以正常至非常高的施用量（0、30、60和90 t·hm-2）施用稻壳和棉籽壳制成的生物质炭后SOC的变化。研究发现，生物质炭使SOC含量明显增加了32.3%~104.7%，且增加幅度随生物质炭施用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大。这可能是因为生物质炭直接输入，以及其促进了团聚体形成对原有SOC的保护。但长期高生物质炭用量可能导致土壤碳组分失衡，一项10年田间试验发现[33]，连续施用高剂量生物质炭（9.0 Mg·hm-2·a-1）虽增加了颗粒OC含量，但显著降低了粉黏粒结合有机碳的含量，后者也是土壤长期稳定碳库的重要组分。这可能是因为高剂量生物质炭的物理屏障作用过强，抑制了微生物对粉黏粒结合碳的更新，同时过量生物质炭与土壤胶体的竞争吸附导致碳-矿物结合位点饱和。并且在肥力较高的温带土壤中，生物质炭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促进作用随用量增加而饱和，高生物质炭用量（9.0 Mg·hm-2·a-1）对土壤固碳增益有限[34]。所以对于土壤的最佳生物质炭施用量，需要综合考虑土壤类型、环境条件及施用成本等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3
生物质炭作用时长对土壤固碳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短期内在土壤中施用生物质炭可以增强土壤固碳能力，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等。但生物质炭输入土壤是一项永久性的改变[35]，所以研究生物质炭对土壤的长期效应至关重要。Gross等[36]在德国进行了两次长期田间试验，分别在12和14年前将不同类型的生物质炭掺入两种类型土壤中，研究表明对土壤碳储量的长期影响受生物质炭质量和数量的控制，并且通过使用生物质炭固存SOC是可行的，尤其是在壤土中。生物质炭在土壤的老化过程中经历物理破碎、化学氧化、生物降解等过程，并且更深入地与土壤矿物（黏土、Fe/Al氧化物）结合形成矿物结合有机碳[37]（MAOC），这是其长期稳定的关键机制。Feng等[38]的一项Meta分析表明，添加生物质炭后，短期内（<1年）土壤碳固存增加了87.5%，而长期（≥1年）添加生物质炭仅使得土壤碳固存增加了25.1%。这是因为生物质炭的添加抑制了负责简单多糖降解的纤维素酶活性，并且提高了针对复杂酚类大分子的木质素酶活性，这加快了稳定的SOM的降解，并且随着生物质炭添加时间的推移，木质素酶：纤维素酶的比率也在不断增加，从而限制了生物质炭添加对土壤碳的长期固碳作用。Jin等[39]的一项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即添加生物质炭两个月后的土壤化学性质（可利用磷、pH、SOC、全氮和碳/氮比）较添加生物质炭6年后对应的土壤化学性质有更显著的提高。因此，在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也要考虑生物质炭老化对于土壤固碳的影响，目前超长期（>10年，特别是数十年尺度）的田间观测数据仍然匮乏，对生物质炭老化后期的性质研究不足，今后研究可关注于此。
1.4不同原料来源生物质炭对土壤固碳的影响

生物质炭的内在理化性质随原料来源（如秸秆、木材和粪便）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40-41]，导致其固碳机制和效率侧重不同（表2）。以木材为原料（如木屑、竹子）的生物质炭含碳量和比表面积较高；而以动物粪便为原料（如禽畜粪便）的生物质炭的灰分含量最高，其次则是以农作物和木材为原料的生物质炭[42-43]。由于木材生物质炭原料富含木质素和纤维素，经热解后形成高度芳香化、缩合度高的结构，使其具有极高的化学稳定性和抗分解能力（矿化率平均仅为1.52%），高于粪便和农作物衍生生物质炭（4.35%），这是其长期稳定的核心机制[41,44]。土壤团聚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壤结构，是土壤功能的基础。SOC在土壤团聚体中的赋存是其长期稳定的关键机制，因为团聚体不仅能从物理上保护有机碳不被降解，还能影响微生物群落结构、限制氧气扩散并减少有机碳的径流和侵蚀。SOC在土壤团聚体中的保存有助于维持土壤肥力与结构[45-46]。与大团聚体（>0.25 mm）相比，微团聚体（<0.25 mm）更加稳定，添加以粪便为原料的生物质炭可以使土壤中微团聚体平均增加约43%，这较农作物生物质炭（22.1%）和木材生物质炭（16.3%）均要高[44]，这可能与粪便生物质炭中较高的钙、镁等阳离子含量有关，可通过桥接作用促进微团聚体的形成。而以秸秆为原料的生物质炭具有较多的表面官能团，增强了其表面活性和吸附能力，但大量表面官能团的引入也可能导致难分解碳的分解，从而可能缩短生物质炭的使用寿命，并在土壤改良应用中增加土壤温室气体的排放[47]。所以不同生物质来源的生物质炭通过差异化路径调控土壤碳库稳定性（如木材生物质炭通过高芳香性固碳，粪便生物质炭通过增加土壤团聚体固碳等），实际应用中需要依据固碳目标匹配原料类型，以协同优化化学惰性、物理保护与生物有效性。

表2 不同生物质来源生物质炭特性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biochar from different biomass sources
	特性

Characteristics 
	木材生物质炭

Wood-derived biochar
	粪便生物质炭

Manure-derived biochar
	秸秆生物质炭

Straw-derived biochar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自身稳定性①
	极高
	中等
	中等
	[41,44]

	固碳主导机制②
	芳香结构化学稳定性
	促进团聚体形成
	官能团介导吸附与转化
	[41,44,47]

	潜在风险③
	低
	高pH抑制微生物活性
	可能增加温室气体排放
	[12,47]


①Stability；② Carbon sequestration mechanisms；③Potential risks
2影响生物质炭土壤固碳效应的环境因素
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固碳效应并非孤立存在的，其显著受到关键环境因素的调控。氮添加（沉降）深刻影响土壤碳氮循环平衡，其与生物质炭的交互作用既可协同提升固碳固氮效率（如缓解氮限制、抑制正激发效应），也可能因形态或用量不当引发碳损失风险（如促进微生物矿化）；温度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可以改变土壤碳分解的温度敏感性（Q10值），影响土壤有机碳库的稳定性；土壤质地则通过物理保护（如黏土矿物吸附）和结构支撑（如团聚体形成）作用调节生物质炭的留存与转化。因此，深入解析氮输入、温度梯度和土壤质地这三类关键环境因子对生物质炭固碳效应的调控机制，是因地制宜制定高效、稳定碳封存策略的科学基础。

2.1氮添加（沉降）对生物质炭土壤固碳的影响
20世纪以来，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和农业活动等人类活动，氮沉降增加了3倍~5倍，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氮沉降也会不断地增加[48-49]。此外，化肥施用是保障作物可持续生产的重要农田管理措施。然而，大部分化肥未能被有效利用，损失率高达40%[50]。这一现象在我国尤为突出，我国消耗了全球1/3的氮肥，但利用率不足40%，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51]，大量的盈余氮素进入环境中，严重污染水体和大气。研究表明，生物质炭会增强土壤氨态氮的固定能力，具有“加碳固氮”的效果[52]。生物质炭具有高C/N比，其单独施用可能诱发微生物“氮挖掘”（加速本底SOC分解以获取N）[53]，而配施氮肥能直接提供有效氮，抑制氮挖掘效应，减少碳损失。因此，生物质炭与化肥配施有望成为提升农田土壤固碳固氮功能的有效措施[54]。研究发现，将生物质炭与化肥氮在植烟土壤中配施，添加生物质炭提高了SOC和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同时减少15%化肥氮施用量；并且，配施生物质炭处理显著提高了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提升了土壤新陈代谢水平，增强了土壤肥力[55]。例如，Wu等[56]研究发现，将生物质炭与氮肥配施可以将土壤中的SOC增加53.27%，并且可以提高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并且不同形式的氮肥也会影响土壤CO2的排放，(NH4)2SO4和尿素与生物质炭配施显著增加了土壤CO2当量排放量，而KNO3与生物质炭配施则减少了土壤CO2当量排放量，增加了土壤的碳固存[57]。此外，生物质炭与化肥配施还会影响土壤中微生物群落，进而对土壤固碳产生影响。一方面，生物质炭与氮肥混合施用可以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如pH等），从而对微生物群落产生影响并显著提高了变形杆菌的相对丰度，减少酸杆菌的丰度，所以将生物质炭和氮肥结合起来，可以提高SOC固存潜力，调节菜地细菌群落多样性和组成，实现可持续强化[58]。另一方面，长期施用生物质炭和氮肥虽然增加了土壤SOC和微生物多样性，但这些改变主要是因为长期施用生物质炭和氮肥通过改变土壤pH来增强土壤多功能性，而细菌和真菌多样性以及土壤团聚体在解释土壤多功能性方面没有发挥重要作用[59]，所以长期C-N协同机制仍需深入研究。

此外，单纯氮的输入可能会促进土壤呼吸，并且即使掺入生物质炭也不能很好地抑制[60]。之前的Meta分析发现，在施氮肥的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后，土壤CO2排放量会下降，从而观察到一种拮抗效应[61]。这种拮抗作用可能是由于添加氮之后，生物质炭诱导了土壤激发效应（施用生物质炭后新投入的有机物可大大加速或延缓本地有机碳的矿化，这被称为激发效应[62]）的下降。研究发现，单独添加生物质炭会加速本底SOC分解（正激发效应），而同时添加尿素则会显著缓解生物质炭诱导的正激发效应[63]，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这一观点。综上，生物质炭与氮肥配施可以通过调节土壤化学性质（如pH）、微生物群落结构及激发效应方向，协同提升固碳固氮效率，但需优化氮肥形态（如优选KNO3）与用量以抑制碳损失风险，实现农田生态效益最大化。

2.2温度对生物质炭土壤固碳的影响
温度变化会对土壤碳储量产生极大的影响[64]。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短期内对土壤碳库影响不大，而长期（≥5年）的气候变暖会使土壤中的难降解碳库减少14%，导致土壤碳储量降低[65]。而生物质炭的添加会影响土壤的理化性质、微生物群落等，并且可能会影响土壤温度[66]。对于加入生物质炭后温度变化对土壤固碳影响的研究也是极其重要的。Fang等[67]研究发现，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生物质炭可以降低土壤中SOC的温度敏感性，从而提高土壤的固碳能力。土壤碳分解的温度敏感性有一个专门的量化指标，通常用Q10表示，即温度每升高10°C时土壤呼吸（碳分解）速率增加的倍数，常用于预测气候变暖下的碳循环反馈[68-69]。生物质炭的添加使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和功能发生变化，改变了土壤呼吸的Q10，使得OC的周转速度变慢，对气候变暖的稳定性增强，这有可能减少未来气候变暖下旱地土壤碳的流失[69-70]。与添加生物质炭的土壤相比，未添加生物质炭的土壤惰性有机碳含量下降幅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对温度变化较为敏感，这主要是因为生物质炭的添加降低了土壤惰性有机碳的Q10[71]。此外，生物质炭对Q10的影响可能随土壤和生物质炭类型、试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此外，Zhang等[58]的一项研究表明，生物质炭和氮肥配施降低了Q10，提高了固碳潜力以及细菌的多样性。所以在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是应对气候变化对土壤固碳影响的一项有力措施。关注生物质炭添加下土壤碳分解Q10的变化规律，可以进一步优化农业与土地管理以适应气候变化。
2.3土壤质地对生物质炭土壤固碳的影响
土壤质地是调节土壤生物质炭稳定性的重要因素。Yang等[72]发现与土壤黏土矿物培养后，生物质炭的稳定性得到增强，与铁（Fe）/铝（Al）矿物培养的生物质炭较与高岭石培养的生物质炭更稳定。此外，黏土中的活性矿物质（如植硅酸盐和氧化铁）与生物质炭相互作用形成生物质炭-矿物质复合物，从而提高了生物质炭的稳定性。并且土壤颗粒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孔隙，如沙质土壤的比表面积为0.01~0.1m2·g-1，而黏质土壤的比表面积为5~700 m2·g-1，相比之下生物质炭的比表面积更高，并且根据原料与热解温度不同所展现的比表面积也不同，因为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这种特性，所以生物质炭的加入可能提高土壤的孔隙度，尤其是沙质土壤[73-74]。而在沙质土壤中，生物质炭的高比面积可显著改善土壤的孔隙结构和持水能力。例如，Liang等[75]发现，在沙质土壤中加入生物质炭可将土壤孔隙度提高约4.8倍，增强了对有机分子的吸附能力。孔隙度的增加会提高土壤的吸附能力，从而有可能使更多的有机碳被吸附至土壤中，使得土壤的固碳能力提升。此外，生物质炭促进大团聚体和水稳定团聚体的形成，但这种效应在黏土含量>20%的土壤中更为显著（平均提升38.5%），而在黏土<5%的土壤中作用有限[24]。因此，生物质炭应用于黏土含量较低的土壤时，其稳定性可能较高且矿化量明显较低，使得土壤固碳得到增强[44,76]。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联土壤质地与生物质炭特性，指导生物质炭区域投加方案，实现精准固碳。
3生物质炭的固碳机制
物理、化学和生物机制在生物质炭固碳过程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协同作用的。生物质炭的多孔结构为碳的物理吸附提供了场所，而其化学稳定性和表面官能团则增强了碳的化学固定。同时，生物质炭通过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进一步增强了碳的生物固定（如图1）。这种多机制的协同效应使得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碳封存能力显著增强，为实现全球碳减排目标提供了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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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物质炭土壤固碳机制
Fig. 1 The mechanism of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by biochar

3.1
生物质炭固碳的物理机制
生物质炭固碳的物理机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生物质炭是在缺氧环境中对有机材料进行热化学转化而产生的多孔碳质固体[77]，而生物质炭的多孔结构是其物理固碳的核心。生物质炭的孔隙率可以分为（微孔，＜2 nm；中孔，2~50 nm；大孔，＞50 nm），其中微孔和中孔结构可以通过物理吸附直接捕获CO2或溶解态无机碳，降低其与微生物及胞外酶的接触概率。此外，生物质炭的多孔性可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微孔数量，从而改善土壤的通气性和水分渗透性。二是生物质炭与土壤矿物（如黏土、铁氧化物）通过静电作用或配位键形成有机-矿物复合体[37]，增强土壤团聚体稳定性，从而将碳包裹在团聚体内部。土壤团聚体是土壤结构的基本单元[78]。在土壤团聚体中，SOC得到保存，从而促进碳固存，维持土壤肥力和结构[46]。团聚体还能促进SOC与矿物基质之间的凝聚，从而促进与矿物相关的有机碳的形成和稳定[79]。Yuan等[80]的一项Meta分析表明与未添加生物质炭的对照组相比，添加生物质炭可促进大团聚体的形成，提高团聚体的水稳定性，并富集不同大小团聚体中的有机碳和氮，从而使得土壤中的有机碳得到固存。同时，Liu等[81]向土壤中施用小麦秸秆生物质炭，发现土壤团聚体的平均质量直径增加了28%。这些对土壤固碳效应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3.2
生物质炭固碳的化学机制
高温热解促使生物质中纤维素、木质素等组分发生脱氢、缩合反应，形成高度交联的芳香环结构，随着热解温度的升高，生物质炭的芳香环中H和O会被C取代，H/C和O/C物质的量比降低，生物质炭芳香化程度增加和非极性结构变多，这为生物质炭的惰性及稳定性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其在环境中的半衰期和平均停留时间（MRT）也就越长[70]。而这种结构无法被微生物直接利用，因此对微生物分解具有高度稳定性。He等[82]通过将掺有稻草生物质炭的土壤在水淹条件下培养180天的一项研究得到结论，加入生物质炭后明显降低了土壤中烷基C和氧烷基C的浓度以及脂肪族C/芳香族C的比率，而明显提高了芳香族C的浓度以及烷基C/氧烷基C和疏水C/亲水C的比率，增强了土壤的疏水性，进一步抑制了碳的分解。Sohi等[83]指出，因为生物质炭表面含有丰富的官能团，而这些官能团可以与土壤中的有机质和无机离子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稳定的复合物，进一步增强了碳的固定。此外，Liu等[11]的一项研究表明将生物质炭掺入土壤中可以中和土壤的酸性，促进土壤中碳的固定并且提高土壤的酸缓冲能力。
3.3
生物质炭固碳的微生物机制

生物质炭通过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和活性，间接地增强了土壤的固碳能力。生物质炭的添加可以改变土壤的微环境，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和活性，这些微生物能够将有机碳转化为更稳定的形式[3]。微生物是土壤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群落结构和功能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而迅速发生改变[84]，而生物质炭的输入为微生物提供了碳源并促进了它们的生长。有研究发现，生物质炭可以将表层土壤微生物残体（MNC）碳库容量提升10%~59%[85]。微生物碳泵（microbial carbon pump, MCP）是Liang等[86]于201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MCP通过微生物将碳（主要来自植物残体）从易失形式转化为持久形式来推动土壤碳的储存。而生物质炭的施用可以通过改变碳源和养分可及性以及重塑微生境来影响微生物群落结构与代谢路径[87-88]，进而调控MNC的形成和MCP的运行效率[89]。生物质炭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孔隙度，因而可以给土壤微生物生长繁殖提供良好的环境，能增加土壤中细菌总丰度，进而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研究显示，掺入生物质炭后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放线菌和革兰氏阴性细菌；而这类菌群偏好利用难降解碳源，可以减缓SOC矿化[90]。
4总结与展望

生物质炭对于提升土壤碳储量、促进土壤改良和增加农作物产量具有很大的潜力。与传统直接还田、好氧堆肥、厌氧发酵等利用方式相比，生物质炭不会引发土壤病虫害，可以更好地利用废弃的农业资源，负面影响较小，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虽然目前研究者们对于生物质炭固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有些方面仍不太完善，后续的工作应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1）目前关于热解温度生物质炭特性及固碳效率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备温度上，而升温速率和保温时间也会影响生物质炭的性质及其土壤固碳潜力，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2）短期施用生物质炭对土壤固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强生态功能具有有益作用，而对于10年以上的长期研究较少，但因为生物质炭添加到土壤中是长期的土地管理措施，因此还需多进行些长期施用生物质炭的研究。此外，针对长期施用生物质炭的施用频率以及方式对于土壤固碳的影响，目前的研究仍不太完善，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3）氮肥与生物质炭配施是土壤碳管理的一种潜在有效措施，而二者配施对土壤固碳效率是否存在阈值以及不同种类和用量的氮肥与生物质炭配施对土壤固碳影响的研究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急需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4）关于不同环境温度下对生物质炭土壤固碳效率的影响仍有不足，特别是长期气候变暖下添加生物质炭对Q10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5）目前关于生物质炭对土壤性质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0~30 cm土层，而对底层土壤的研究较少，并且生物质炭对土壤碳库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土壤有机碳库，土壤无机碳库对于CO2的排放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均需要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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